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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經濟危機與消費方式的變化，與他人共享資源的「共享經濟」模

式已成為一種新經濟範式而突飛猛進。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移動支付的

擴展，以及政府政策的支持，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在 2016年左右開始備受
關注。同時，中國大陸政府每年發布有關共享經濟的報告，以此積極呼應

與支持共享經濟的潮流。尤其是「共享單車」，在中國大陸產業政策中作

為共享經濟的新興產業，基於其使用上的便捷性與操作簡單性，擁有龐大

消費群體並且實現快速增長。但譽為中國大陸的「新四大發明」而扶搖直

上的共享單車產業，自 2018年起有關公司卻發生破產與面臨出售的困境，
整個產業都面臨重大危機，並最終導致產業的敗局。因此，本文將回答：

儘管共享單車市場穩定且政府給予積極的政策支持，但為何中國大陸共享

單車產業仍步上衰退之路？同時，為何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會出現一個產

業的興衰？本文透過「新制度主義」途徑釐清共享單車產業的興衰及相關

行為者造成的影響以及新商業模式上的漸進制度變遷，並且主張其主要原

因在於共享單車市場缺乏政府的有效管制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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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共享單車」from UTOPIA to DYSTOPIA

「共享」一詞由中國大陸政府列為「2017年度中國大陸媒體十大流行語」之
一（中國日報網 2017），說明了中國大陸對共享經濟產業的關切及該部門的成長
趨勢。「共享經濟」是一種新型態的經濟模式，始於 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美國，
隨即成為全球趨勢。共享經濟的發展，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規模、投資環境、智慧

手機使用率、手機支付平臺的擴展以及政府政策扶持的增加，自 2016年開始與中
國大陸資本產生協調共生後開始迅速成長。

共享經濟的重要性始於 2015年 10月，中國共產黨（中共）十八大全體會議，
將共享經濟發展列為國家戰略。此外，共享經濟一詞更於 2016年首度被納入政府
事務報告。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將共享經濟的概念視為經濟成長動能的戰略性

目標，政府政策支持對共享經濟規模擴大有其深遠影響。其次，中國大陸共享經

濟公司藉由平臺服務提供成本效益和便利性產品。最後，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市場則

因消費者的積極參與而壯大。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共享經濟是由上述三個主要的實

體，分別為政府、公司及消費者三者所共同創建的作品。

在中國大陸眾多的共享經濟產業中，唯獨共享單車產業呈現快速發展，成為共

享經濟市場的佼佼者。若詳細觀察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可以發現自 2015年以
來，ofo與摩拜兩家共享單車品牌展開競爭。此競爭局勢延續至 2016年，轉變為
以平臺為中心的惡性競爭。由於短時間的快速發展所衍生出的負面影響，使得共享

單車產業的發展出現嚴重問題。最後，因經營不善相繼倒閉和被接管的趨勢下，僅

有少數幾家共享單車公司得以倖存。

儘管市場穩定且政府給予積極支持，什麼原因導致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走向

衰退之路？本文以共享單車為案例，釐清在共享經濟市場上，缺乏政府有效管制和

相關的制度對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影響。為了解釋此現象，本文以新制度主義

作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藉由新制度主義，本文著重分析共享單車產業中的相關行

為者，及其如何透過當前政經制度進行互動，進而對該產業的興衰產生影響。本文

發現，主要原因在於自由市場體制下缺乏政府適時介入與適當法規及制度，直接影

響到共享單車產業的衰落，同時為了回歸正常產業軌道，中國大陸政府所採取的措

施。

本文行文安排如下，第二節概述共享經濟的發展並聚焦討論相關文獻；第三節

說明新制度主義如何作為本文的理論依據，藉此設定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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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市共享單車產業為例，對共享單車產業的興衰過程進行劃分，分析各階段的

相關行為者對其產業的影響，闡述共享單車產業衰退的原因，進而釐清中國大陸政

府介入市場的正當性與為何成為必要的參與者；第五節為本文的結論。

貳、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發展背景與既有研究

為分析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衰退，首先有必要掌握此一新型態經濟活動的

總體發展趨勢，即共享經濟的發展背景和概念以及這種趨勢如何被引入中國大陸。

為此，本文分別探討共享經濟概念和中國大陸共享經濟政策的發展背景和意義之

後，再回顧有關中國大陸共享經濟和共享單車產業的現有研究。

一、共享經濟概念發展之背景

在現代資本主義歷史中，共享經濟的基礎與數位經濟的三個時期有關，分別

為：（一）1970年代經濟衰退；（二）1990年代繁榮與蕭條；與（三）2008年金融
危機。值得關注的是，1990年代的繁榮和蕭條時期，奠定數位經濟的基礎設施。
當時，網絡的用途為非商業使用，直至 1990年代後期，資訊和通訊產業的商業化
（Srnicek 2017, 17），使得網絡公司得以吸引資金，快速發展為新商業模式。此一
概念逐漸成為熱門話題，《紐約時報》更將此譽為「凱恩斯以來最佳主意」（Best 
Idea Since Keynes）（The New York Times 1985）。在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以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應運而生，並出現了自動化、共享

經濟、隨選經濟、監督經濟和 APP經濟等各種術語（Srnicek 2017, 44）。
「數據」（data）的使用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發展中日益重要，隨著網際網路

發展，數位通訊的使用增加，數據的價值變得更為重要。由於傳統營運模式對擷取

和使用數據並不擅長，該需求助長了以數據處理為主的新營運模式—「平臺」

（platform）的誕生（Srnicek 2017, 44）。隨後，產生更為中立的「平臺經濟」
（platform economy）或「數位平臺經濟」（digital platform economy）的概念，包
括支持商業、政治和社會互動的數位活動。這些演算法能夠連結和移動至平臺，並

且創建基礎設施，基於平臺運作的市場和生態系統皆可以在該基礎設施上運行，亦

可在基礎架構之外運行。隨著全球的流動，如今平臺模式已經滲透到整個市場經濟

中，有許多公司都採用平臺方法。不僅如此，共享經濟是指透過網絡平臺促進的交

換形式，而「共享」（sharing）一詞則指廣泛開放未充分利用資源的各種商業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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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活動（Richardson 2015, 121）。
然則，「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的概念為何？現代的共享經濟是由

人際關係或自我滿足為其交換媒介，而非金錢。然而，從最初的概念轉向至商業領

域，讓個體成為商業家，使得無需大規模生產，並容易獲得資本。此外，由於技術

進步，其已擴散到經濟領域，具有作為一種新公共管理經濟模式的價值（Stephany 
2015, 42）。

1

１舉例而言，於 2008年成立的 Airbnb和 Uber，可視為共享經濟現象
的源頭。自共享一詞被認為是「改變世界的十大觀念」（10 Ideas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Walsh 2011）以來，市場規模已從美國和歐洲，進一步擴展到中國大
陸的運輸和金融科技領域。以共享經濟為運作渠道的平臺，具備如 19世紀和 20世
紀傳統壟斷市場的主導地位。此類平臺占據市場主導地位的特徵皆為不同，譬如非

直接控制所有權（Rahman and Thelen 2019, 179）的方式。此外，轉變為共享經濟
模式，也為市場機制和公司管理帶來變化。

另外，在 2016 年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上，共
享經濟被選為第四產業的核心驅動力之一，共享經濟平臺以創新的方式將組織

和市場機制結合，以獲得對公司的競爭優勢。每個平臺都提供不同的價值和方

法，賦予其特定的競爭優勢，並幫助提供服務的公司更加了解共享經濟且做出

戰略決策。
2

２因此，凸顯從傳統商業模式向多邊平臺的轉變以及共享經濟中內在

的模式（Constantiou et al. 2017, 231-235）。換言之，共享經濟創造成為生產者
（producer）兼消費者（consumer）的新模式，即「產消者」（prosumer）（Stephany 
2015, 86）。

二、中國大陸共享經濟政策發展之背景

共享經濟在美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並在西方先進國家的共享理念下對社會與

生活層面的廣泛普及而迅速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大陸彷彿穿著「黃

金緊身衣」
3

３（Golden Straitjacket）加入共享經濟發展之路，多樣化共享經濟商業模
式在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為了呼應國內外需求，中國大陸政府提倡國家公共治理模

式創新，建立對共享經濟上治理創新的政策。

註１	 公共管理模式與其新模式的概念，請參見 Stephany（2015）。
註２	  共享經濟平臺的公共管理模式與公共資源及公共財中政府管制的角色，請參見 Constantiou et 

al.（2017）；Ostrom（1990）。
註３	 黃金緊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概念，請參見 Friedma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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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在黨和政府皆高度重視共享經濟，是因為共享經濟除了經濟效應之

外，還有很多衍生效應，因此黨從遠景角度提出大方向，政府則制定和執行相關戰

略與政策。譬如，於 2000年設立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4

４，目的即為提升各地

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有效性與加快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此機制亦成為衡量地方政府執

政的標準之一，中央政府藉此作為政策激勵地方政府善用共享經濟模式。本節將說

明自西方引進的共享經濟的概念，如何融合到中國大陸對共享經濟的定義以及政策

推動的進程。

對於共享經濟最初的官方討論，起源於 2015年 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
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會中將共享經濟發展納入國家大數據戰略中，提出透過改

革國家體制結構發展共享經濟的建議（新華網 2015）。
5

５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

部與中國互聯網協會分享經濟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

助於更深入了解中國大陸如何界定共享經濟。具體而言，2016 年出現「閒置」
一詞，於次年從內文中被刪除，

6

６相反地，知名的網路訊息技術公司騰訊的共享經

濟研究院卻放入在共享經濟的定義內。
7

７本文認為，政府和公司在概念界定上的差

異，源於政府對共享概念的看法。

值得關注的是，2016 年 3 月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
《政府工作報告》更顯示中國大陸政府對共享經濟的關注。

8

８接著發布的「十三五

（2016∼2020）」中將共享經濟作為其發展思想之一，頒布一系列與共享經濟有關

註４	 關於「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相關內容，請參見潘小娟（2003）。
註５	  該會議上首次提出共享經濟的概念為：「拓展發展新空間，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

向經濟軸帶，培育壯大若干重點經濟區，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實施「互聯網 +」行動計畫，發展分
享經濟，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

註６	  根據《2016年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共享經濟（分享經濟）定義為：「分享經濟是指利用互
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閒置資源，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經濟活動總和」。然而

在《2017年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的定義則：「分享經濟是指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
以使用權分享為主要特徵，整合海量、分散化資源，滿足多樣化需求的經濟活動總和。分享經濟是

信息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出現的新型經濟形態，是整合各類分散的資源、準確發現多樣化需求、

實現供需雙方快速匹配的最優化資源配置方式，是信息社會發展趨勢下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縷發

展、崇尚最佳體驗，物盡其用的新的消費觀和發展觀」，刪除「閒置」一詞，卻強調共享經濟的「使

用權」。

註７	  騰訊研究院定義共享經濟為：「公眾將閒置資源通過社會化平臺與他人分享，進而獲得收入的經濟
現象」，具體內容，請參見馬化騰（2017）。

註８	  該報告提到的共享經濟為：「當前中國大陸發展正處於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
加快發展新經濟。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以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分享經濟發展，

建設共享平臺，做大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集群，打造動力強勁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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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9

９尤其在建立可持續增長基礎和確保增長引擎的核心任務的戰略方向上，

為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強調要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的發展理念。

除此之外，負責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以及指導總體經濟體制的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印發「關於促進分享經濟發展的指導性意見」的通知，意

味在於中央開始將共享經濟概念嵌入到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同時，中國大陸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 2017年 10月舉行的中共第 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共享經濟取代分
享經濟，且指出「共享經濟是為了加快建設製造強國、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的新增

長點、新動能之一」（人民網 2017a），亦可以視為中央政府已很大程度重視並介
入共享經濟的發展，其概念有別於西方偏重利用閒置資源形成共享經濟。

此外，根據《2018年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的數據顯示，中國大
陸共享經濟交易規模已達 29420億元人民幣，前三大規模的領域，分別為：生活
服務、生產能力、交通出行，尤其是交通出行領域的交易達到 2478億元人民幣，
相較 2015年剛引進的共享經濟，交易規模約為 18100億元，2018年快速成長已達
到 62.5%。此結果說明中國大陸的共享經濟發展政策，在短時間內取得刮目相看成
效。

有鑑於此，中國大陸所界定的共享經濟實際上不同於國際社會普遍使用的概

念，應用比西方更加廣泛。在西方資本主義中「共享」指的是，透過自己擁有的閒

置資源與其他人共同使用，追求節約資源和重複使用的概念。其核心是提高社會閒

置資源的效率，減少不必要的浪費，達成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然而，中國大陸共享

經濟可以涵蓋在共享經濟平臺上的所有產品和服務，並未限制閒置資源交易。最大

區別在於，西方的共享經濟模式是運用現有閒置資源，減少大規模生產與消費，然

而中國大陸的作法則是藉由大規模生產和消費來促進共享經濟（陳晨 2019）。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政府為共享經濟相關政策做出的說明也指出，中國大陸對

共享經濟的管理模式有利於共享經濟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因為技術創新是優先於制

度誕生，政府角色是以觀察初創公司的業務發展，進而扶持這些公司成長，再根據

市場反應與結果決定政府如何進行管制，但是持續寬鬆的監管亦導致負面影響。換

言之，中國大陸所提倡的共享經濟模式，不能以「共享」框架進行理解，應當理解

註９	  在「十三五」規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大力發展共享經濟，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和製度性交
易成本，營造有利於創業的政策環境，加大初創企業場地、設施、住房等政策扶持力度，建設小微

企業創新創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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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根據國內市場需求而出現的新興產業，抑或理解為採用「共享」作為型態的

新經濟模式。

三、文獻中的中國大陸共享經濟

隨著中國大陸共享經濟規模的迅速蓬勃發展與衰退，學界與政策界對此議題給

予高度關注，目前仍有許多以共享經濟產業為主的研究正在進行。本文認為，在中

國大陸進行的共享經濟研究的總體趨勢，具備下述重要特點。

首先，部分研究認為共享經濟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相符合的現象。這些視角

解釋中國大陸的共享單車產業之所以能快速發展的原因在於其社會主義制度的優

勢，並在意識形態上，共享經濟與中國大陸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結合（餘洋 
2020; 姚廬清、俞使超 2019）。此觀點忽略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缺乏
解釋為什麼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相伴而生的共享單車項目會走向下坡，即便再考慮

到此類研究是在共享單車產業衰落之前撰寫的，也無法解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共享

經濟的成功案例。

再者，另一種觀點是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待中國大陸共享單車衰退的原因。

此類觀點認為，共享單車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公司和政府問題，亦

是社會問題。為此，從民眾素質觀念和社會法律制度的角度分析，指出由於民眾的

文化素質不足，使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現象導致消費者用車不規範。除了消費者

個人素質不高，公司的相關管理體制亦未完善，因此出現責任重疊與管理空白等現

象（陳佳英 2020; 陶哲航 2019）。對於缺乏公司的管理，相關研究主張政府作為
社會治理的主導者角色，但解釋共享單車的問題上，只是從政府的社會治理角度分

析，並未解釋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或為共享單車產業失靈上行為者間的關係提供

根本原因或解釋基礎，大多數研究關注在政策原因分析的層面（唐俏陽 2019; 冷向
明、郭淑雲 2018），卻缺乏對政府與社會之間互動的討論。

最後，有些研究以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探討
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的發展。此類視角關注在政府、公司和消費者之間的合作關係，

以實現共享經濟產業的可持續性（江童 2019）。另外，共享經濟被認為是比市場
資本更重視社會資本，相當強調社會信任，且為共享經濟的發展，以政府主導為基

礎，需要市場參與者—公司與市民的互動，這種信賴關係成為共享經濟的驅動核

心，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張文英 2020）。不過這些文獻皆沒有考慮到制度的
不穩定性以及相關行為者的利益衝突會危及到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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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共享單車的大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商業模式、競爭及治理上。多數研究

僅止於政策分析層面，聚焦討論共享單車的管理與問題改善上，並未觸及該產業衰

落原因的探究。以下本文將透過新制度主義相關理論架構進行分析，闡明共享單車

產業中各個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並說明為何該產業的衰落最終導致政府的介入。

參、新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與分析架構

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旨在提供解釋制度的創造、變遷和持續
性作為分析框架，且側重於制度具有約束性和規範性的作用，從而克服行為主義

（Behaviorism）所存在的侷限。各學科對於新制度主義研究的方法論或對於制度
的定義有不同看法，可分為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性選擇新制度主

義的三個主流研究途徑。
10

１在 1990年代初期的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聚焦在以制度影響
與變遷的角度分析制度與行為者的關係。近幾年的發展，部分學者則是強調整合三

種途徑，克服先前新制度主義的途徑界線，嘗試摸索綜合性分析框架並建立制度變

遷的理論化。
11

１

後期新制度主義研究的核心在於，分析政治經濟學領域上與國家政策相關的制

度變遷，解釋國家、社會和市場的變革。這些學者所主張的「制度」（institution）
是由行為者創造、發展和實踐，但在制度化的過程中，行為者亦對制度產生依賴，

並改善或反對制度。另外，在制度背景下的政策目標及運行、決策過程、個人偏

好、策略、行為及互動模式的變化（Hall 2010），換言之，研究制度變遷偏離，由
激進且不連續的外部變遷（exogenous change）產生的舊模式，而呈現出漸進且連
續的內部變遷（endogenous change），著眼於透過各種行為者互動，逐步實現制度
轉變（Conran and Thelen 2016）。

在「漸進式制度變遷」（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過程中，產生變遷的驅
動力是來自於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其背後反映行為者之間互動及權力關係相互作

用（Streeck and Thelen 2005; Mahoney and Thelen 2010）。這些制度變遷在不同層
面上，譬如政策、規則、規律以及監管機構等，涉及不同行為者和行為群體之間的

註１	  有關新制度主義主要三大途徑，請參見 Hall and Taylor（1996）；March and Olsen（2006）；Hall
（2010）。

註１	  有關整合主要三類途徑的研究，請參見 Scott（2001）；Katznelson and Weingast（2005, 1-15）；Hall
（2010,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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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Hacker, Pierson, and Thelen 2015）；而這些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可以解釋
為制度變化的自變項（劉致賢 2015, 61），從而解釋行為者之間存在相互合作與衝
突的動態過程，是形成制度化的原因之一。

總之，制度變遷的適應性（adaptation）和再產生（reproduction）以及機制
（mechanism）發揮作用不斷演進（Thelen 2004, 23-38），尤其是因政策體系是由
相互有關因素組成的複合體（complexes），透過這些因素的因果關係，彌補以前
被忽視的制度的不確定性（Pierson 2004）；但是，制度變化仍是漸進且並非完全
脫離現有制度，而是從既有的現存因素與形式發生變化（Ha 2011）。

有鑑於此，先前的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被視為解釋結果的自變項，具有傳統

的「靜態性」（static），而本文藉由後期的新制度主義理論架構探討制度變遷的
「動態性」（dynamic），且闡述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產業上行為者之間的互動以及
中國大陸政府對該市場介入的正當性。

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釐清在爆發性成長背景與政府政策扶持下，中國大陸共

享單車產業因應何種因素，走向衰退之路。在研究設計上，本文辨別中國大陸共享

單車產業的主要行為者，以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與權力分配為本文的自變項，而中

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衰退則為本文的依變項。本文將分析的自變項包含主要四個

行為者，分別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創業者（公司）、投資者。以中央政府作

為相關行為者，聚焦在發改委、國務院等中央部門與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

心，它們的職責在於領導與執行共享單車項目有關研究與政策。地方政府作為行為

者，聚焦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北京市交通市運

輸局等，它們職責主要在於回應中央政府的措施，並提出適當政策以及實施管制規

定，可以將它們視為該領域中的主要行為者。其次，是透過共享經濟平臺開始共享

單車項目的創業者或創業公司，再者，是在共享經濟產業中與政府合作，且參與投

資和發展產業發展的投資公司。

在眾多中國大陸共享經濟產業中，本文選擇共享單車產業作為研究個案，主要

原因有三：首先，與其他共享經濟產業不同，共享單車產業由低成本的生活消費方

式實現共享經濟的概念，能夠在短時間內滲透到市民生活中，因此該產業發展快速

與產業規模較大的特性；其次，中國大陸政府針對共享單車產業，從長遠角度進行

戰略性追求，並將其作為國家增強動力，但儘管政府樂於提供共享單車產業培育政

策的支持，其結果卻導致極為快速的產業崩潰，此一現象呈現反邏輯的發展，值得

觀察其具體的動態變化；最後，該個案的選擇有助於重新評估中國大陸的新興產業

下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與建立制度的作用，具有學術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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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同的階段，共享單車的發展有不同的特徵表現，本文將共享單車產業的

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12

１分別為（一）2007年至 2014年，引入共享單車系統，並由政
府主導的產業開創初期；（二）2015年至 2017年，共享單車產業透過投資者和私
人公司之間的市場機制合作的積極發展階段；（三）2017年至今，因共享單車市場
的力量不足以及缺乏政府管制與制度，政府重新介入共享單車產業階段。為掌握主

要行為者對共享單車產業之作用，本文針對與共享經濟和共享單車產業政策相關的

官方資料與數據報告進行分析，同時也包含學術書籍、論文、新聞材料以及相關人

物的採訪資料。

肆、實證分析：北京市共享單車產業之興衰

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發展在提高社會資源利用率、提升環保意識與舒緩交

通壓力等都具有重要意義。隨著共享單車產業規模的壯大，市場力量越趨突顯，單

車騎行服務不僅由政府提供，公司也參與共享單車的供給系統。共享單車產業除在

中國大陸各線城市蓬勃發展，整個共享單車產業也向海外發展。

由於共享單車產業遍及中國大陸各線城市，本文選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北京市作

為個案研究對象。首先，北京市作為中國大陸首都與共享單車覆蓋一線城市，共享

單車的典型範例 ofo與摩拜兩家公司較早出現，因其先發優勢引發城市車輛保有量
超過城市標準，共享單車競爭相當激烈。其次，北京也是專門研究機構—國家信

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所在，無疑是觀察共享單車產業爭奪的主戰場。同時，作

為共享單車發源地之一，引起的相關問題相對其他城市多，政府管制的影響也更加

直接與顯著。因此，本節基於不同時期釐清北京市共享單車經濟活動中的四個行為

者—中央政府、北京市政府、創業者（公司）和投資者如何導致產業變化。

一、由政府主導的公共單車時期（2007年至2014年）

中國大陸單車產業學習國外的公共單車模式，起源於 2007年由政府主導引進
公共單車項目，透過與公司合作並實施。最初公共單車的發源自杭州開始，最初構

想為增加短途旅行的便利性，促進該地區旅遊業的發展。隨後，公共單車自杭州向

外擴散，發展至北京、上海、武漢、香港及澳門等不同地區（Li et al. 2017）。此

註１	 劃分階段請參見：陳超、張智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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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公共單車採取政府主導、城市治理的模式，實施固定樁點的借還方式，用戶

必須在使用前後至樁點處還車。因此，這時期所提供的單車服務，尚未成為真正共

享單車模式。

因應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行，北京市自 2007年即開始公共單車的試點，
之後逐步調整以各區為單位進行建設管理的模式。北京市公共單車歷經兩種發展模

式，第一種由公司自負盈虧；第二種由政府主導、公司經營。前者隨著眾多公司提

供公共單車服務而達到發展巔峰。截至 2008年 7月止，北京市公共單車租賃站達
近 200個，可租借單車近 8000輛（孫艷艷、呂志堅 2013），但是因缺少負責管理
的主管部門，公司的支出成本過高，導致營運情況不佳。後者則是自 2010年北京
市交通委員會公布單車發展方案，因應由貝科藍圖、方舟單車等單車公司所設立的

公共單車租賃服務面臨暫停營運，北京市啟動公共單車試點。

為因應需求，中國大陸中央政府自 2012年 6月提出對公共單車經營與管理的
舉措，由政府主導公共單車項目。此模式屬於試點計畫，主要特徵為政府牽頭、投

入啟用資金；運營公司則負責經營並承擔支出。這種以政府作為投資建設的主體，

本文稱之為政府主導模式，此模式的特色在於由中央政府設立政策目標，加速公

共服務市場的擴散化。在此模式之下，北京市政府透過公共單車服務以配合中央政

策，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北京市交通市運輸局、各區委員會、區政府等各相關委辦

局亦參與該項目，業務範圍達十個區（北京市交通委員會 2013），更加採取具体
措施。譬如，北京市具有共14個公共單車管理公司，儘管各公司名稱皆不同，

13

１但

這些運營中心或運營公司在資金投入和制定標準下，將負責辦實名制一卡通、自助

式租還車輛、跨區租還車等管理區內公共單車服務。

據北京市交通委員會的訪談記錄，北京市東城、朝陽兩區被選定為運營試點

並提供市級統籌和區縣主責。截至 2012年止，北京市共 6家公共單車公司進入，
總共投入的公共自行車數量分別為東城、朝陽各 2000輛，用戶辦卡達 15000張，
累計租還車的次數是 70萬次（北京市交通委員會 2012），服務網點數量分別為東
城、朝陽各 93個與 97個（鄭楊、朱莎 2014）。另外，北京市東城區運營商北京
燕鴻洲公共自行車運營管理有限公司的宣傳部人員表示，北京市政府已投入啟動資

金，因此公司暫時保留涉及自行車廣告等盈利方式，負責後續的人工、車輛維修、

零件配備等營運管理費用，實現地方政府與單車公司相結合的模式。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公司因辦卡限制、樁點有限、車輛損壞率高、騎行安全隱

註１	 各公司名稱分別為運營管理中心、租賃有限公司、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服務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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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消費群體侷限等面臨經營問題，私人公司尋求與政府合作，希望持續利用政府

所鋪設的公共單車系統。這個模式起初由政府承擔經營成本，將經營權授予私人公

司；然而，由政府主導的公共單車雖營運多年，但仍面臨推動困難的情形，依舊無

法提高使用率並符合市場需求。之後以市場為主導的共享單車出現，與過去由政府

主導的模式相比之下，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間皆能使用與停放，大幅提高使用者的

便利性，對於使用者而言，提供相當高程度的使用彈性，因此由市場主導的共享單

車開始受到使用者歡迎並蓬勃發展。

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中，提供此階段單車服務的三個主要行為者為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與私人公司，三個行為者間的互動過程是權力分配的關係。此階段

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支持和負責城市交通治理；私人公司負責智能系

統的開發和後續營運管理。本文認為政府主導的發展階段，即便政府將項目承包給

私人公司經營，政府仍保有監督與管制的權力。有鑑於此，北京市政府為爭取財政

補助，亦積極呼應中央政府所提倡公共單車管理方式，此現象可視為地方政府爭取

中央補助的例證。與此同時，公共單車亦為避免經營不善、避免倒閉的問題，為了

獲得政府的經營權與財政支持，亦積極配合政府管制措施。

本文發現，此階段的重要特點在於，中央政府作為推動者、北京市政府作為

扶持者、公司作為參與者，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於權力分配。公共單車項目是由

中央政府主導推動的政策，中央政府對私人公司的影響力遠大於地方政府，因此在

權力分配上，地方政府得遵照中央政策。此外，在此階段中，因為創新產業尚未出

現，因此在創業者與投資者的角色亦無呈現。同時，針對該產業上的制度變化亦尚

未發生，在此階段相關行為者的出現與互動關係較為單純。

二、私人公司與市場力量共同主導時期（2015年至2017年）

共享單車的創立是為填補政府主導公共單車的短缺，由於其方便性快速滲透

到人們生活，隨著產業的發展市場開始出現專門經營共享單車的公司。隨著共享單

車公司接二連三出現，正式獲得中國大陸政府的關注，具體而言，根據 2015年 6
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

將加大共享單車產業的財政資金支持以及完善普惠性稅收措施。接著 10月，北京
市政府立刻回應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提出「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的實施意見」，表示支持創新創業政策體系與培育創新創業發展。

誠如前述，在央地政府的創業扶持政策下，北京大學學生戴威在共享經濟的框

架下創立「ofo」，其設立目的為滿足校園內學生的需求，在 2015年於北京大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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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共享單車，隨即獲得 Pre-A輪融資，正式投入市場營運。在 2016年，ofo同為
競爭關係的「摩拜」（Mobike）當初被外界認為難以與 ofo競爭，卻以新創公司引
起民眾注意而成功進入市場；ofo在 2015年投入共享經濟市場後共享單車產業更
加活躍。ofo與摩拜的主要用戶集中在校園的學生或年輕族群，因此市場份額並不
多，但因藉助於手機 APP以及無樁式單車的便利性，使用率與使用範圍越大，獲
得盈利與擴大市場空間使得公司快速發展。

為了與市場趨勢及社會需求一致，由政府釋出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多次

將共享經濟作為國家優先原則，將共享經濟提高為一項領導全球數位創新的戰略政

策。此外，2016年 3月由發改委、中宣部、科技局、財政局、環境保護部等 10個
中央部門聯合制定的「關於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顯示，中央政府透過鼓勵投

資和稅收優惠
14

１提供「扶持之手」，
15

１積極支持共享經濟帶來的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

模式（中國政府網 2016）。據 2016年中國大陸共享單車市場研究報告數據顯示，
在該年度中國大陸共享單車整體市場分布比例中，ofo的市場占有率高達 51.2%，
位居產業第一，而摩拜的市占率也不遑多讓，以 40.1%緊追在後。同年 4月，摩
拜建立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而在上海正式上線後，在北京投放總量超過 30萬輛
（千龍網 2017），從而 ofo與摩拜成為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上兩大龍頭公司，
在各個城市實施更加激進且擴展政策，例如免費押金和在增加單車使用量等，即

ofo與摩拜的「橙黃之爭」時代到來。
隨著共享經濟產業進入市場，ofo與摩拜等初創公司基於資訊科技平臺與社交

網路服務增長，成為中國大陸的新商業模式。然而，因眾多創新公司尋找增長路徑

不易，採取透過用戶押金與預存費，利用押金作為金融、廣告等擴展盈利的方式，

因此主要以招商引資為基礎，拓展業務與獲得盈利。初創公司作為新興產業在國家

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投資者的角色亦逐漸顯現，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

透過大規模招商引資威脅傳統產業而迅速發展。

由於中國的創新政策高度依賴於投資環境的變化，初期共享單車的發展，除了

符合地方政府運用市場化的方式來建構制度創新，也在於積極導入外國資金。在外

國資金迅速流入中國市場時，在共享單車項目中創造出更為激烈競爭的環境，提高

了中國大陸國內初創公司的競爭力。在共享單車上加入 QR碼、GPS等技術，促進

註１	  投資和稅收優惠具體內容分別參見：「關於促進綠色消費的指導意見」四項三條與八項十六條（中
國政府網 2016）。

註１	  扶持之手（helping hand）是與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相反的概念論述。相關內容參見 Shleifer 
and Vishny（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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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公司的業務方展，這種相對簡單、容易操作的商業模式，吸引更多新創者

的投入，在投資者高度偏好的基礎上實現快速增長。

具體而言，在 2017年包括共享單車等 11個熱門領域，共有 190家共享經濟類
公司獲得融資，共享單車累計融資金額高達 258.09億元人民幣，位居第二，共 23
家公司獲得融資。其中，ofo與摩拜實際上均是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代表，兩
家公司的市場規模合計占整個市場的 80%以上（IT桔子 2018），為了維持龍頭地
位，兩家公司持續不斷吸引投資競爭，因此兩家均成功獲得包括阿里巴巴和騰訊等

巨頭資訊科技公司或金融機構的投資，成為當年獲得融資金額最高的公司。
16

１兩家

融資情況按時間線梳理如下表：

表 1　2015年至 2018年 ofo共享單車各輪融資情況目錄

融資時間 融資輪次 融資金額 主要投資方

2015年 3月 17日 天使輪
數百萬人民幣

（約數十萬美元）
唯獵資本

2016年 4月 28日 Pre A輪
900萬人民幣

（約 139萬美元）
唯獵資本、東方弘道

2016年 9月 2日 A輪
2500萬人民幣

（約 386萬美元）
金沙江創、東方弘道、真格基金等

2016年 9月 2日 B輪 數千萬美元 經緯中國、金沙江創、唯獵資本

2016年 9月 26日 B +輪 數千萬美元 滴滴出行

2016年 10月 10日 C輪 1.3億美元 Coatue、順為、中信產業基金等

2017年 3月 1日 D輪 4.5億美元 唯獵資本、東方弘道

2017年 4月 1日 D+輪 億元及以上美元 螞蟻金服

2017年 7月 6日 E輪 7億美元
阿里巴巴、弘毅投資、中信產業基金、

滴滴出行、DST global

2018年 3月 13日 E2-1輪 8.66億美元
阿里巴巴、灝峰集團、天合資本、螞蟻

金服、君理資本

資料來源：對 ofo（2022）官方網站資料的自行整理，金額單位以美元自行換算。

註１	  ofo與摩拜金額總數分別累計約合 82億美元和 70億美元的融資，呈現數值目的為證明兩家巨頭公司
獲得融資金額最多，但因部分融資金額不公開，並在不同網站蒐集數據，僅能參考提供的資訊作為

分析依據。具體內容請參見：知投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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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年至 2017年摩拜共享單車各輪融資情況目錄

融資時間 融資輪次 融資金額 主要投資方

2015年 3月 1日 天使輪
146萬人民幣

（約 23萬美元）
李斌

2015年 10月 30日 A輪 三百萬美元 JOY Capital愉悅資本

2016年 8月 19日 B輪 數千萬美元
熊貓資本、JOY Capital愉悅資本、創新

工場

2016年 8月 30日 B +輪 數千萬美元 樣峰投資 Vertex創新工場

2016年 9月 30日 C輪 一億美元 紅杉資本、高瓴資、Hillhouse Capital

2016年 10月 13日 C+輪 5500萬美元

騰訊、華平投資、WI Harper Group、高

瓴資本、Hillhouse Capital、紅杉資本、

貝塔斯曼亞洲資金會

2017年 1月 4日 D輪 2.15億美元

騰訊、華平投資、WI Harper Group、華

住酒店集團、攜程、TPG、JOY Capital

愉悅資本、樣峰投資、Vertex創新工

場、貝塔斯曼亞洲資金會、鴻海集團等

2017年 1月 23日 戰略投資 億元及以上美元 富士康、華興資本等

2017年 2月 20日 D+輪 億元及以上美元 淡馬錫、高瓴資本等

2017年 6月 20日 E輪 6億美元

騰訊、交銀國際、工銀國際、紅杉資本

中國、高瓴資本、Vertex創新工場、啟

明創投

資料來源：對中新經緯（2018）的網站資料的自行整理。

從上述資料來看，以 2015年 3月 ofo與摩拜均成功獲得融資為起點，因共享
單車產業具有高頻次、用戶增長快、無樁騎行方便、解決最後一公里問題等優點，

滿足考慮投資的首要因素而迎來投資公司的資本，眾多投資公司陸續加入到各陣

營。根據表 1與表 2的數據顯示，ofo與摩拜兩家公司獨占融資輪次，自 2016年 8
月開始大量資本進入共享單車產業，加劇兩家公司競爭的白熱化。截至 2018年 3
月，ofo和摩拜在完成多輪融資後，ofo獲得融資由阿里巴巴領頭；摩拜獲得融資
由騰訊領頭。由於 ofo獲得阿里巴巴或有關公司的投資，被視為「阿里陣營」，而
摩拜獲得騰訊或有關的公司的投資，被認為屬於「騰訊陣營」。

共享單車公司因搶占市場地位而以壟斷形式獲得盈利，致使共享單車呈現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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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競爭。儘管要求新增共享單車產業的政府措施的聲浪增加，但針對共享單車經營

方面的法規等制度措施卻未有進展。對此，本文認為，共享經濟產業的「準公共經

濟」（quasi-public economics）特色追求，以共享單車產業為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
化，因此與追求盈利最大化的投資資本公司的目標之間發生衝突。換言之，共享單

車產業開闢新商業模式創造新型市場，其產業的發展處於巨大的變革創新時期，中

央政府認為共享單車可以納入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劃定框架，並且也在經濟轉型過

程中，為政府未來的市場管理創新樹立一個重要範本。此外，中央政府不但積極鼓

勵初級階段的新數位產業發展，更為了培養「創業精神」與公司的自立，放寬現有

制度並對公司發展規範實施寬容態度，即中央政府針對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創新產

業，暫時忽視部分的副作用，譬如，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的「大眾創業、
萬眾創新」國家戰略便是例證之一。

同時，在知識經濟時代的 21世紀，國家經濟發展離不開創新，中國大陸大力
推動創新創業且驅動創新產業升級，提高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地位中的需求。共享單

車是一種新興產業，該產業的相關法律規定與具體措施尚未建構完全，在面臨產業

發展速度及趨向難以預測的情形下，只能勉強處理及時問題，產業經營過程的困境

卻難以解決。因此，當投資公司之間的野蠻遊戲時，未在發展的過程中提前介入以

防止問題的發生，是最終導致共享單車市場失靈而陷入惡性循環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共享單車經營向市場轉移之後，中國大陸政府對私營創新的政策

實施方式和公共管理模式備受矚目。第二階段共享單車服務的主要行為者為創業者

（公司）與投資者，而出現的行為主體之間互動更多樣化並更複雜，即被視為共享

單車產業的擴散時期。尤其是，在此階段出現大量的創業者與投資者，對共享經濟

興盛發揮重要作用。在政府寬鬆管制和積極扶持下，各巨頭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得

以在市場上自由投資，而在充分投資資金的情況下，共享單車公司為了保持招商規

模，呈現出激烈的競爭，推動共享單車產業的迅速發展。

本文認為，從中央政府建立共享經濟新模式的戰略框架中，理解共享單車產業

的興盛。另外，自 2015年至 2017年，北京市政府響應中央對新興產業的接納，
而為了實現準公共經濟，透過各種補貼手段及政策，與共享單車公司更加互動。然

而，儘管中央政府仍擔任政策推動者，但在此階段主要政策措施由北京市政府執

行，而積極參與中央建構的治理模式，此時期共享單車市場的活躍交易與快速增長

可以被認為北京市政府積極參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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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享單車產業發展困境與政府重新介入時期（2017年至今）

為促進與延續共享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大陸國家信息中心下屬的分享經濟研

究中心於 2017年 2月成立，其成立目的是為提供政策研究、提供政策諮詢，具有
指導共享經濟發展的功能。該研究中心的成立，可被解釋為透過該研究中心專責共

享單車項目。隨後，李克強在 4月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指出，研究完善適應共
享經濟特點的稅收與社保等支持政策，對依託共享平臺就業、自主創業人員按規定

落實就業創業扶持政策。在中央政府的各種誘因政策支持下共享經濟的規模迅速而

順利擴大。同時，隨著中國大陸政府積極的共享經濟戰略，投資者向共享單車市場

的投資熱高漲，不過在公司方面，在投資者的歡迎和雄厚資金下，能夠確保供應資

源，出現許多共享單車公司。

根據中國大陸交通運輸部的資料顯示，中國大陸在 2018年共有 77家共享單車
公司，累計投放的車輛達到 2300萬輛，註冊用戶高達 4億且累計服務量已達 170
億人次（中國日報網 2018）。尤其是，ofo在 2017年 6月成立的北京單車電動車
產業協會共享單車專業委員會被選為會長單位，成為北京市共享單車的主導者，

ofo獨攬北京市共享單車市場將近六成的市占率，進而占據整個共享單車產業 70%
以上的產能；這可被認為賦予共享單車以國家城市治理戰略為核心構建創新產業的

任務。

共享單車產業作為一個經濟平臺，調解市場中的經濟行為者—即用戶和公

司，從而他們在限定的主要經營領域上具有市場支配力，而其競爭動態非常劇烈和

復雜。本文認為，共享單車產業的萎縮，要理解為 2017年開始的競爭過熱與相關
公司的連續倒閉，共享單車公司的惡性競爭，背後存在投資公司之間的過度競爭。

2016年因創業公司難以吸引資金，被稱為「資本寒冬」，共享單車產業卻成為一
匹黑馬，不斷獲得融資。具體而言，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彷彿是阿里巴巴與騰訊

之間投資戰，但這些融資僅僅集中在特定幾家公司，其他新創共享單車公司卻未能

及時獲得融資而造成營運延遲。尤其是，在巨大資本的力量下 ofo與摩拜成為共享
單車產業的兩隻獨角獸之後，根據 2017年創業估值排行榜的評估，ofo與摩拜估
值分別 138億人民幣與 105億人民幣（中商情報網 2017）。

如此投資競爭加劇卻導致市場的過度擴張，在競爭者間相互搶占市占率而導

致惡性競爭，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衰退。對此中國大陸交通部指出，自 2017 年
6 月到 2018 年 2 月，共計有 77 家公司中超過 15 家倒閉或停止運營（騰訊科技 
2018）。同時，兩家共享單車產業的領頭公司—ofo與摩拜的營運狀況亦舉步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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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兩家公司的營運狀況皆出現問題，整個產業逐漸走向衰退態勢。

本文發現，因商業營利模式所造成的成本問題是產業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共

享單車產業為提高用戶便利，推出「先使用後付款」盈利模式，此模式雖與其他共

享經濟的商業模式無太大區別，但卻因為共享單車公司的不斷擴張與低價收費吸引

用戶，最終導致營運能力下降。譬如，共享單車公司選擇在更多地方投放大量的單

車的「價格戰」成為各家共享單車的經營戰略，使得各公司在價格上的惡性競爭，

進而造成公司財政困難。具體情形以 ofo和摩拜兩家公司所推動的「占領平臺策
略」最為競爭，冀望吸引大量投資占領市場。

2017年，共享單車在城市的投放量已接近飽和，ofo仍宣布供應大規模單車計
畫。摩拜與其他共享單車公司也同樣採取此方式，而不是維護和管理現有的單車，

此一作為導致各城市出現「共享單車墳場」的現象，對共享單車產業的發展帶來不

良影響。而且，為吸引用戶所推動的價格戰和鋪量競爭，許多共享單車公司開始提

供免費服務與收費優惠標準，這項策略卻逆行商業的基本盈利結構，結果導致共享

單車公司更加依賴押金與融資，更因為其他盈利方式的失敗導致產業發展不穩定進

而迅速崩潰。

其次，共享單車商業盈利模式需要大量的單車，而該產業所必須付出的製造

成本、損壞與營運、推廣與技術等成本都需要大量資金維護。ofo與摩拜的一輛單
車造價分別是 500元和 1000元（Pandaily 2017），公司必須承擔維修或竊盜等車
輛損壞成本，但因為公司間的削價競爭與搶占市場比例的惡性競爭，使得各公司相

繼投入大量單車。截至 2016年，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北京市累計
建成無樁單車 21萬餘輛，其中 ofo為 11萬輛及摩拜為 10萬輛（新浪網 2017）。
除此之外，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官方調查，共享單車的車輛損壞問題相當高，將近

77.2%的用戶表示曾遭遇單車損壞的情形，尤其 ofo人為損毀率為 5% 左右，逼近
公司給予的 6%臨界值，車輛損耗率高達 20%。同樣地，摩拜公司的統計數據也顯
示，單車受到遺棄或損毀的現象相當高，其報損率每個月超過 10%，高報損率也
造成維護成本的增加，成為共享單車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

根據北京商報調查，大量的單車維護員工所造成每個月所必須支出的維修費

用高達一億元，這些成本問題導致 ofo與摩拜陷入「為了共享而燒錢」的局面。同
時，創業者規避責任的態度也對共享單車產業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例如，公司之

間相互推卸單車停放問題的責任，甚至迴避退還租金等問題，此類混亂現象終引起

政府的關注與介入。在此負面觀感下，共享單車公司的用戶規模持續下降，接連出

現公司相繼退出市場的現象，逐而導致整體產業發展腳步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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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8年中國大陸停運或破產的共享單車公司
17

品牌

ofo、摩拜、小鳴、小藍、

優拜、騎唄、酷騎、哈

羅、一步、龍城、快免出

行、由你、七彩、悟空、

3Vbike、町町、酷騎等。

ofo 倒閉但未停運１

摩拜 美團收購

哈羅 螞蟻金服領投

小藍 滴滴出行收購

結果
退出市場，暫停運營、破

產，潛逃，無法退還押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隨著產業競爭的加劇，資本額較少的中小型公司開始面臨資金壓力，許多經營

不擅的公司相繼退出共享單車市場，如圖 1顯示，截至 2019年 9月，將近 80家共
享單車公司出現暫停運營、破產或無法退還用戶押金的現象。例如，小藍因拖欠供

應商款項達兩億元與用戶押金達四億元的情況下，在 2018年由汽車共享公司的滴
滴出行收購；此外，摩拜更在 2018年 4月以 27億美元的價格被美團接管（Roland 
Berger 2019）。ofo的情形也遭遇同樣的困境，將近超過 1000萬用戶要求退還押
金，儘管 ofo 尚未宣布破產，但在多數城市已經停止營運。當 ofo 面臨金融危機
時，投資者要求滴滴出行接管的條件，因此 ofo與摩拜合併導致談判破裂。根據報
導資料顯示，ofo創始人戴威在留下了 20億元人民幣的債務就杳無音信。其中哈
囉獲得螞蟻金服、阿里巴巴等的融資，在中小城市相對穩定運營，倖免於難。

由於共享單車樁點無人管理，高度仰賴用戶的自律性。在不受約束之下，發生

肆意停放、破壞二維碼、劃破座椅、鎖上私鎖、使用污漬等行為，致使共享單車公

司的管理與維修成本增加。在將近兩年的激烈競爭中，沒有一家共享單車公司因此

受益。相反地，產業發展不久後，資金小且資金出現斷裂的公司被市場淘汰破產，

甚至無法退回用戶押金導致整體產業可靠性下降，失去消費者信心。儘管共享單車

相較於有樁式單車，其所面臨的道德風險與營運成本相對較高，但中國大陸政府為

註１	 ofo雖然在 2018年倒閉狀態，但仍持續經營而且找生存與恢復的方法，至 2022年依然試圖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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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初創公司的新商業模式與符合國家新興產業發展需求，政策容易出現放鬆管制

並提高資金補助等情形，進而導致共享單車供給高於需求的現象。在這種缺乏具體

規範和政策的情況下，引發公眾輿論與社會爭議之後，政府對此才祭出適當的管理

措施。

面對資源浪費與城市管理成本增加，政府不可避免以具體政策層面重新介入

市場。2017年 8月，在國務院的授權下，交通部等 10個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鼓勵
和規範互聯網租賃自行車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將共享單車名稱改為互

聯網租賃單車並明確指出共享單車發展政策及規範，具體政策包含：要求用戶註冊

使用實名制、購買保險。同時，為完善退還制度，須接受交通與金融部門的監督管

理，若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個人或公司將依法處罰，此一舉措可以解釋為政

府機構為實施產業監管的主體。

簡言之，明確指出政府、公司的責任，由政府負責制定共享單車產業發展政

策、制度，以及對公司監督管理；公司則負責提供服務、管理系統、維護設備等。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更指出城市人民政府須明確各部門責任分工，應作為共享單車

管理的責任主體，以及態度完善及推進關聯政策。因此中央發布該「指導意見」之

後，北京市政府進行回應，其共享單車政策措施按時間線梳理如下表（表 3）：

表 3　北京市共享單車的政策措施與內容

單位 日期 具體措施與其內容

北京市政府 2015年 10月

提出「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

實施意見」，表示支持創新創業政策體系與培育創新創業

發展。

北京市交通委 2017年
決定對公司停放秩序進行監督管理，落實單車停放區設

置。向市民、公司徵求意見與建議。

北京市交通委 2017年 9月 7日
召集各區管理部門和 15家共享單車公司負責人，並通知

暫停市內新增投放共享單車的意見建議。

北京市交通委 2017年 9月 15日

包括市交通委 11部門聯合出臺「北京市鼓勵規範發展共

享自行車的指導意見（試行）」，堅持政府負責監督管

理。

北京市交通委 2017年 9月 19日
公布「共享自行車系統技術與服務規範（規範）」與「自

行車停放區設置技術導則（導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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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日期 具體措施與其內容

北京市政府 2018年 12月

ofo、摩拜、小藍、便利蜂和哈囉等 5家較大的共享單車

公司已經納入平臺監督管理。

依據「北京市非機動車管理條例」，北京市各區共享單車

管理部門對公司未及時自清理。

依據「交通運輸新業態用戶資金管理辦法（試行）」，完

成依法在工商註冊所在地開立用戶預付金和存量押金的帳

戶、繳存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截止 2017年，北京市共 15家共享單車公司在北京地區投放車輛規模近 235萬
輛，註冊用戶達 1100萬名（新華網 2017）。由於城市空間承受能力與道路資源以
及停放設施承載能力有限，北京市政府決定對公司停放秩序進行監督管理，落實單

車停放區設置。對此，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北京市交通委）向市民、公司徵求對北

京市共享單車的意見與建議，根據統計資料顯示，北京市交通委共收到社會公眾反

饋意見建議 152件共 237條，結果顯示贊成達到 97%，主要意見為公司加強管理、
承租人自律、停放區設置等方面（北京市交通委員會 2017）。

接著 9月 7日，北京市交通委召集各區管理部門和 15家共享單車公司負責人，
並通知暫停市內新增投放共享單車的意見建議。9月 15日，由市交通委、發展改
革委、公安局、財政局、規劃國土委、城管委、工商局、城管執法局、首都精神文

明辦、網信辦、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等 11部門聯合出臺「北京市鼓勵規範發
展共享自行車

18

１的指導意見（試行）」，堅持政府負責監督管理北京市共享單車。

該意見稿分 6個部分共 24條，焦點在於對共享單車公司進入和退出市場的規定，
主要論點為產業主體責任機制、控制市內共享單車總量、完善承租公司信用體系及

用戶訊息系統安全，而且迅速推進相關技術導則和服務規範，為此 9月 19日公布
「共享自行車系統技術與服務規範（規範）」與「自行車停放區設置技術導則（導

則）」。其中，「規範」強調公司經營車輛與平臺、市級監管與服務平臺、數據交

換等規定，並「導則」制定停車區設置，重點對選址、設置方式、停車區設施、停

車區標線、路面標記等標準，從而北京市各區主管部門將根據「指導意見」與「規

註１	  在中國大陸用語中將共享單車稱作共享自行車，因此此文凡涉及共享自行車的官方文件，一律採用
官方文件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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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以及「導則」完善而解決北京市共享單車面臨的各種問題。

首先，對於控制車輛總量與亂放問題，公司須安裝衛星定位裝置及電子地

圖、車輛投放使用三年應更新或報廢、限制不滿足信用條件的承租公司、重點區採

用電子圍欄與人工管理相結合方式、公司向政府監管及服務平臺回報相關數據。根

據報導資料顯示，北京市要求共享單車公司共享單車停放設施設置物理圍欄和電子

圍欄雙重手段，關於其電子圍欄政策，其政策包括得到信用分獎勵以及紅包、騎行

券等相應獎勵，未停到規範區域目前不會扣除積分等處罰措施。因此在東城區啟用

首個共享單車電子圍欄的試點，隨後朝陽區、通州區、海淀區等重點地區逐漸設置

非機動車停車處。

其次，為加強押金及訊息安全，公司須開立資金專用帳戶，公示押金退還時

限且所採集的用戶訊息在境內存儲和使用。此外，北京市金融局表示，共享單車的

管理權限在交通管理部門，在北京註冊的共享單車公司需要把押金存管到指定銀行

帳戶，並為防控公司資金風險，使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管理公司資金專用帳戶

（人民網 2017b）。
政府宣布投放和管理的意見建議之後，ofo與摩拜等共享單車公司進行回應，

ofo 決定暫停在北京新增投放車輛，並在北京地區配備擁有全球衛星導航定位智
能鎖。摩拜同樣表示贊同而推行銷毀不具備衛星定位功能的共享單車（新浪財經 
2017）。接著 2018年 11月，依據「北京市非機動車管理條例」，在北京市經營共
享單車公司共 6家，北京市各區共享單車管理部門對公司未及時自清理的 16.89萬
輛車集中清理與存放措施。

至 2018年 12月，ofo、摩拜、小藍、便利蜂和哈囉等 5家較大的共享單車公
司已經納入平臺監督管理，截至 12月底共享單車總量減少達 90萬輛左右。此外，
在管理信用體系方面，依據「交通運輸新業態用戶資金管理辦法（試行）」相關規

定。同年 11月，摩拜已完成依法在工商註冊所在地開立用戶預付金和存量押金的
帳戶、繳存工作。自 12月起，所有在京共享單車公司遵循新註冊用戶免押騎行規
定（新京報 2020）。

從 2017年開始，共享單車產業大受歡迎的三年時間裡，中央政府擴大國家治
理，並試圖將其作為推動國家新興產業政策的手法，但因缺乏合適的制度、引發社

會問題，中國大陸政府面臨是否對共享單車產業持續提供支持的兩難選擇。然而，

由於壟斷、外部因素等市場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引起共享單車市場失靈，共享單車產

業難以發揮其功能，有待政府重新介入並解決問題。

本文認為，與第二階段不同，此階段的特點在於，中央政府開始出臺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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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及規定，積極介入市場並限制了共享單車的功能擴展，不再容納新興產業的特殊

性，而是擴大實現中央政策的功能。此外，北京市政府積極跟進中央產業政策變

化，產業總體軸心回歸到中央政府，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倖存下來的公司，在戰略

性應對政策變化的同時，也在與政府互動。換言之，透過建立制度與相應的規定約

束，完善共享單車產業的正常運轉。從而在第三階段，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角

色擴大，公司和投資者卻大幅縮小。值得關注的是，儘管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如第一

階段再次變單純，由政府的管制和措施展開，但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地方政府依

然進行戰略性經營且擁有自主管理產業，並根據城市具有的特點，儘量配合中央政

策制度化。

四、小結：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與漸進式制度變遷

從新制度主義制度變遷角度上，同一領域中現有制度與新制度之間的衝突使得

不同行為者間的權力出現重新分配。本文認為，眾多制度變遷是以緩慢且漸進性的

轉變，因此制度變遷的原因在於內在因素而非外部因素。也正因為如此，本文以制

度變遷探討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興衰的內在因素，釐清北京市共享單車產業上行

為者間的互動及政府介入市場的正當性。

本文指出主要相關行為者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創業者（公司）及投資者，

本文發現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經歷三個主要階段，且每個階段均經歷不同制度變遷，

新制度主義的理論架構提供本文解釋不同階段中不同行為者的行為多樣性。這些行

為者在不同階段相繼出現，且因時間變化與參與的行為者變多，導致行為者間的互

動關係越趨多樣且複雜。此外，央地政府間更透過補貼政策的供需，推動新興產業

的興起，實現準公共經濟模式與國家政策發展的共同目標。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經

由中央政府不斷扶持創新產業政策的背景下，創業者與投資者間的互動變質使得共

享單車產業殞落，這也是中央政府介入並完善解決共享單車市場所面臨的失靈。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發展導致有關產業行為者之間的競爭、

衝突與合作，即支持現有制度與優先選擇新制度之間的利益相關者形成利益協調，

並透過新制度進行權力競爭的政治過程，導致制度變遷且創造其制度的適當性。再

者，共享單車的制度改變行為者之間的利益關係，而隨著這些行為者的利益，共享

單車監管部門的角色與組織以及市場也發生變化。同時，帶來現代中國經濟體制的

改革，使得行為者之間互動的規範及制度上的重大變化。

具體而言，在政府主導的第一階段，中央政府與北京市政府扮演主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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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司與投資者的角色尚未出現，因此其權力分配未顯著。其次，在共享單車經

營向市場轉移之後的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不同，主要行為者的軸心從政府移到市

場，共享單車產業上的制度開始漸進變遷，透過各種誘因機制、政策及措施等制度

使得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進一步豐富。在第三階段，政府角色擴大，中央政府積極介

入市場，推進央地政策的功能，導致市場角色收縮 。換言之，行為者的軸心再次
回歸到政府方面，行為者之間的互動變單純，權力關係亦變相較簡單。

總之，這可以解釋為透過相關行為者之間的頻繁且微小的調整和內在因素

的積累，發生「漸進式轉變」（gradual transformation），而不是由關鍵衝擊
（big shock）和外在因素導致的「間斷式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作用
（Mahoney and Thelen, 2010）。易言之，共享單車產業的興衰過程不是由相同制
度、偏好及行為模式的重疊與延續產生的制度靜態性（institutional stasis），而是
透過相異制度呈現出具有動態性的內在進化形式。

伍、結論

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因其提供使用便利性與價格低廉等因素，甚受中國大陸

民眾喜愛，原先有望緩解中國大陸交通壅堵與保護環境的可能。在經由中國大陸政

府將公共單車納入政府主導的發展規畫框架後，公共管理模式由事前限制嚴格、進

行監督和管制市場准入，在全球化過程中轉變為事後限制市場，使得共享單車項目

成為國家新興產業。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政府亦期待共享單車產業為新創產業帶入公共服務的市場

化，因為此產業的發展與新時代中國大陸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制度優越性密切相關。

也正因為如此，中央政府進而提供各種政策支持，甚至將共享單車產業讚譽為「中

國新四大發明」
19

１之一。同時，共享單車產業的出現亦是城市治理的新形態管理模

式，實現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意願，透過新興產業實現經濟體制轉型，吸納國內外各

種資金創造利潤。在政治上能夠在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公共治理領域發揮影響力；

在經濟上，背後有高度的公共政策與社會鑲嵌因素，透過新興產業的發展，加強各

地方政府競爭力，有助於推動「規模經濟」的產業政策。

不可忽視的是，平臺經濟模式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但新形成的市場相關制度

註１	 新四大發明是中國大陸官媒自2017年宣傳的概念，指中國大陸的高鐵、網購、移動支付、共享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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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緩慢的特質，在受到各共享單車公司的商業策略影響下，不可避免地使得整個

產業導向惡性競爭而產生衰退。本文發現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

在尚未建立管制規定及制度下，任由新興自由市場發展，為了吸引用戶和增加市場

份額，不顧低回報率投資，過度投放共享單車，最終導致經營不善、倒閉破產。其

次，共享單車公司不得已過度增加技術開發、生產、管理及維護等額外成本，這些

成本相對於租金收入和利潤過高，陷入過度依賴新增投資和融資填補資金缺口的惡

性循環，無法順利獲得融資的公司在籌集資金遇到困難，最終面臨倒閉，導致產業

迅速衰落。因此，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制定法規，透過現有經濟制度變遷試圖平穩市

場。

共享單車產業與央地政府職能轉變路徑背景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分配

主要由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和公司的自由斟酌空間較低，尤其在共享單車產業

的調整上，中央著力於制度變遷的主動性，地方政府著眼於排除障礙以完善市場結

構，央地部門都呈現出適當調整事前和事後監管方式。然而，中央政府並非擁有所

有的決策權和否決權，而是作為一個監管塔的角色，改善欠缺並創建新制度。此

外，在中央政府的強力管制下，地方政府處於中間位置和選擇戰略姿態，使得公

司、投資者等相關行為者透過互動完善和彌補制度，儘管中央政府有主動權，但地

方政府也仍具有自主權，在制度變遷中扮演助手的角色。同時本文發現，在中國大

陸共享單車產業制度變遷過程中，既有制度並未完全被取代，而是在既有制度上加

入新機構與規範的方式，促使漸進式制度改變，亦即，可視為建立新制度使得既有

制度的再誕生（rebirth）或重啟（reboot），進一步給予新制度的內涵與意義，成
為制度變遷的結果。

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的制度變遷的意義在於，因相關行為者的

利益關係而導致市場失靈時，政府適時轉變為新興產業治理的必要主體，針對公司

和投資者進行重新審視和改正規範方向，以將其納入體系內。同時，注重創新和創

意，並使市場經濟原則不受破壞，即試圖在創新和管制之間保持平衡。換言之，透

過具有技術與效率的新商業模式，促進技術創新和競爭的方針和政策對國家經濟發

展，但另一方面，這種新商業模式必不可缺少國家介入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因此本文主張，發展共享單車產業的重要前提是政府的適當監管和協助、公司

的可控管理，且在產業中政府視為建立制度的行為者，並與市場經濟內相關行為者

互動的實體。最後，在中國大陸共享單車產業政策中，當政府的機構及管制能力較

大時，它可以透過積極的激勵體系運作和促進市場功能，有效應對共享經濟市場失

靈而發揮扶持作用，從而由政府形成的政策措施決定產業未來的走向。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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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政府在提供規定和制度變遷上發揮作用時，促進並協助市場的穩定發展，但

政府並非取代市場本身。

*　　*　　*

（收件：110年 7月 30日，接受：111年 5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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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ike-Sharing Industr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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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e model of sharing resources with others 
has evolved into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and the “sharing economy” became 
a new phenomenon that has fundamentally transformed consumer habits. In 
addition, the widespread use of smartphones, the rise of mobile payments, and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he sharing economy in China has gained traction 
since 2016. Simultaneous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duced annual studies 
on the sharing economy in order to actively respond to, and encourage, the 
rising industry. In particular, due to its convenience and ease of use, “bike-
sharing” has acquired a wide consumer base and achieved significant expansion. 
However, after a brief period of success, the bike-sharing industry has gone 
bankrupt and sales slumped since 2018, with the entire industry facing a major 
crisis, eventually leading to failure. This study examines which elements 
contributed to the bike-sharing industry’s downfall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its rise and fall in such a short period using Beijing as the case study, 
despite the stable conditions of the “bike-sharing” market and the active policy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various actors involved at 
various stages of the “Bike-sharing” market and the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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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ndustry were most impactful.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argue that the main 
reason is a lack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erms of the institu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industry.

Keywords:  Sharing Economy, Bike-Sharing, New Institutionalism,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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